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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道器之辨的哲学阐释

2005年12月25日    来源:论坛主题 

形而上与形而下：以隐显为中心的理解：王船山道器之辨的哲学阐释 

本文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2001年第31卷第1－2期（实际出版时间为2002年第4期）。 

本文共分6部分，其中第2－3部分经过修改在《复旦学报》2002年第4期发表，发表时题目 

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 

 

Metaphysical and Under-metaphysical : An Interpretation on Wang Fuzhi`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ao and Qi

关键词：形而上，形而下，之谓与谓之，隐显（幽明），王船山 

摘要：自《易传》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后，道器之辨或者说形而 

上与形而下之分，就成为中国古典形上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讨论。王船山对于道器问题作 

出了不同于宋明儒者的全新性理解，他的解释立足于如下的两个出发点：第一，《易传》 

是言「幽明」（隐显）而不言「有无」的，因此，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应该在隐显而不 

是有无的视域中进行；第二，《易传》所谓「谓之」与「之谓」这两个表达有着本质的区 

分，「谓之」不能脱离主体的实践而加以理解。从这两点出发，本文试图重构王船山的道 

器之辨。本文的结论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首先主体自身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也就 

是是主体显现存在的两种不同方式：由显入隐的思与由隐入显的感性实践；其次，是主体 

这两种活动所把握的对象：不可见的隐者和可见的显者。 

作者：陈赟，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现在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通讯地址：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邮政编 

码：200062。电话：021-62851060。电子信箱：ecnuchy@sohu.com。 

一、前 言 

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分，在儒学历史中乃是一个基本的存在论区分，早在《易传》中，它 

就已经出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同样是在《易传》中，有着 

对于存在（道）的另一种表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程颢意识到，要解决什么是《易传 

》所谓的存在（道）之谜，关键在于区分「之谓」与「谓之」：「如『形而上者谓之道』 

，不可移『谓』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 的确，之谓与谓之的分辨，可以为形 

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提供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但是，学术界对此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满足于戴震对于之谓与谓之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王船山对 

于之谓与谓之、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似乎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所以，王船 

山的道器之辨所蕴含着的深刻内涵，似乎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谓之与之谓 

这里所谓的「谓之」和「之谓」是存在论言述的两种句式，它们有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 

是出现在一组结构相同的几个句子中。在探讨它们的区分时，人们通常注意到的是戴震的 

观点，的确，它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是，根据我的了解，人们似乎并没 

有真正认识到戴震观点中隐含着的歧义和混乱。 

古人言辞，「之谓」与「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道 

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为天道言之，若曰 

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 

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 

耳。《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其形而 

上、形而下耳。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 

，是谓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 

按照戴震的理解，「谓之」与「之谓」的区分是形式上的，在「谓之」句和「之谓」句中 

，主词P（这里指要说明者）和宾词Q（这里指用来说明主词的）所处的位置不同。如果用 

一般的表达式来表示，那就是 

Q之谓P P谓之Q 

如果把P与Q这两个变项具体化 ，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上述用法的意义。「天命之谓性，率 

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主词是性、道、教，也就是说，它所探讨的对象是性、道、教 

，而不是天命、率性、修道。在这里，「谓之」与「之谓」的区分其实被视为语法上的区 

分。从语法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区分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区分二者时，戴震使用了「名」、「称」、「实」这些术语， 

对于具有中国思想史背景的人们来说，这些术语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们与古代哲学中词 

与物关系的探讨（名称之辨、名实之辨）这样一些论题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问题是，戴震 

是否在这些论域之内使用这些术语。名实之辨探讨的是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这已为人 

们所熟知。需要说明的是名称之辨。名、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二者的分别在《尹文 

子》中就已经出现。王弼把这种区别概括得更为明确：「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 

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 

则谓之玄。」 名作为概念，出乎对象的本性，而称则是主体对于对象的一种规定，甚至 

约定。王弼把「道」、「玄」这些名称看作对于真实的存在的「称」，而非是其「名」。 

所以，「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 而且，在王弼看来，如「谓之」、「字之 

」、「曰」等等词汇意味着称呼等主体性分辨行为。而名则位于任何主体性分辨之前。按 

照这种理解，名必然地通过称来体现自己。而《荀子》所说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 

定而俗成谓之宜」 。其实是说名之称。《说文》把名的本义训为「自命」，王船山说： 

「虽曰自命，有命之者也」，它包含着出于天而不系于人的因素。 至于「称」，王船山 

指出，「称，本训铨也，铨亦品量」、「以权衡审轻重曰称」，换言之，「称」更多包含 

着系于人而非出于天的因素，包含着主体自身的品量、价值与情感的认同等。 

从这个视域看，当戴震说「凡曰『之谓』者，以上所称解下」时，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 

「之谓」句式乃是主体建立的一种主观的解释，而非对客观实际的描述。例如，「天命之 

谓性」就是说，我们把天所命于的那些因素称之为「性」，而不管性在其「是其所是」的 

意义上是什么。由此，「之谓」这一表达意味着一种规定性的用法，是一种主观陈述。而 

「谓之」句则意味着一种名实之间的分辨关系，它表达的似乎就是客观陈述。但是，戴震 

又说「以……辨」，似乎「谓之」句也包含着主体方面的因素。然而，戴震所提供的例证 

表明，我们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名实、名称等的分别并没有参与他对「谓之」与「之谓 

」的理解。换言之，「一字有一字之实义，可以意相通而不可以相代」， 这种大哲学家 

的表述风格在戴震那里并没有体现出来，以至我们对之产生了理解上的混乱。不仅如此， 

戴震还断言，「谓之」与「之谓」所述说的真理，都是对象性实体自身的真理，它们与任 

何主体性的分辨都没有关系。这里所说的实体，是「实有其体」的意思，「有实体，故可 

分。」 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他那里就是一个颠倒了主词与宾词的主述式陈述； 

而形而上与形而下则是天道流行过程中未成形质与已成形质的两种状态，也即有形和无形 

之别，这样形上、形下之辨就变相地被视为有无之分。这种主述式陈述作为对天道实体「 

是其所是」的陈述，它与主体的知行过程以及主体自身的存在没有关系。这样，戴震对于 

「之谓」与「谓之」的区分，仅仅是一种语法学上的区分，它并不要求来自存在论上的支 

持。 



但是，对于王船山来说，只要没有从实体与主体，也即天与人的相关性来考察「谓之」与 

「之谓」，我们就处在存在论的畛域之外。而这种相关性正是王船山的切入点： 

曰「性」、 曰「道」、 曰「教」，有质而成章者也。曰「天命」、 曰「率性」、 曰「 

修道」，则事致于虚而未有其名实者也。溯其有质成章者于致虚之际，以知其所自来，故 

曰「之谓。」 

曰「自诚明」，有其实理矣；曰「自明诚」，有其实事矣。「性」，为功于天者也；「教 

」，为功于人者也。因其实而知其所以为功，故曰「谓之」。 

天命大而性小，（性属一人而言。）率性虚而道实，修道方为而教已然。命外无性，性外 

无道，道外无教，故曰「之谓」，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 

诚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复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无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 

者性，明之所丽者亦性，（如仁义礼等。）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际，有继 

、有存、（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有通、有复，则且于彼固然无分之地而可为之分，故 

曰「谓之」，我为之名而辨以着也。 

王船山发现，「谓之」是在「于彼固然无分」的情况下「而可为之分」，但是，这种区分 

的实质是「我为之名而辨以着也」。也就是说，「谓之」句表达的不是对象性实体自身的 

「是其所是」，而是主体的一种规定。换言之，「谓之」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解释， 

是一种把对象「看作……」（seeing as）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经对动词「看」（to 

see）进行了分析，并阐明了「看作」的概念。我们不仅在「看」，而且「看作」；将某 

物「看作」什么取决于怎样理解它。因此，「看作」不是知觉的一部分，「思」参与了「 

看作」，并使看作成为可能。 

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为例，「性」与「教」两者不可加以分析，「自诚明 

」在其「是其所是」的意义上并非只是「性」而不是「教」，「自明诚」就其本身而言， 

也非只是「教」而不是「性」： 

性教原自一贯：才言性则固有其教，凡言教无不率于性。事之合者固有其分，则「自诚明 

谓之性」，而因性自然者，为功于天；「自明诚谓之教」，则待教而成者，为功于人。 

在是其所是的层面，人性总是在教化过程中生成的人性，所以，只要一旦道及人性，教化 

也就同时在里面了。同样，教化总是人性的教化，是人性固有之端的启蒙，而不是对于人 

性的制作、生产，因此，教化过程其实只是人性固有倾向的自我发展。所以，人性与教化 

总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不可人为加以分割，任何分割都是一种形式的、脱离内容的 

规定。然而，从行动方式的角度来看，则自诚明和自明诚体现的乃是两种走向存在的不同 

方式：自诚明，不待于工夫、培养和教化，是直接出于自然本性的方式，因此，它是圣人 

（天才）的方式，而不是学者的方式；自明诚则与之相反，不是直接出于本性，而是经过 

教化、启蒙，而最终合乎本性的方式，是学者的方式，而不是圣人的方式。这里存在者一 

个天人之辨，「天不容己于诚，而无心于明。诚者天之道也，明者人之天也。」 因此， 

「谓之」的真理作为主体性的分辨，它乃是一种行动的真理，是对于不同的行动方式的分 

划，它意在「因其实而知所以为功」，它既告诉我们行动的目的--「要功于诚」；同时也 

告诉行动的方式--「必以明为之阶牖也。」 这里的关键在于，「谓之」句不是主述式陈 

述，不是 「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而是主体出于一定的实践目的（对于不同的存 

在方式）所作的一种分辨。在王船山那里，他多次提到这种来自主体而不是对象本身的规 

定与分辨，例如「先后」、「始终」、「春秋」等都是人自身建立的，是自然界本身所没 

有的。 

在「之谓」句中，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它表达的是对象实体的实际情况，是「彼固然 

而我授之名。」例如，在「天命之谓性」中，性自身就是天之所命，而不需经过主体的建 

立。性是「有质而成章」的实体，而天命则是对于这一实体的起源的回溯，通过这种回溯 

，我们可以理解这一实体的「其所从来。」所以，「之谓」所展示的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言 

述，而不是实践理性的真理，是从知上理解存在的活动。 

事实上，对于谓之和之谓的这种区分，并非王船山的个人发明，在哲学史中，它是一种普 

遍的看法。在王弼、朱熹和高拱那里，我们同样发现了这样一种区分： 

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不可得而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 

谓之，名之也；之谓，直为也。 

「之谓」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谓之」云者，加之名者也。故不同。 

然而，王船山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于这种区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于王船山而言， 

「谓之」与「之谓」的分辨与广义的知行之辨具有不可避免的关联。当《中庸》说「自诚 

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时，其目的并不在为我们提供对于「自明诚」和「自诚明」的 



认识，而是提供可以施行的「所以为功」的方式，因此「谓之」句是实践理性的言述，而 

不是理论理性的命题。它关涉到的是「如何」、「怎样」这种实践的语境，只要脱离了行 

动方式这种「如何」的语境，我们就看不到它是主体自身建立起来的真理。「之谓」句与 

之相反，它是一种理论理性的言述，它提供的不是行动的方式，而是「以知其所自来」的 

认识。它所告诉我们的是实体性自身的真理，它关涉的不是「怎样」、「如何」，而是「 

什么」。「天命之谓性」告诉了我们人性来源于天，但怎样尽性，则是一种实践的智能， 

这里并没有提供给我们。 

这样，我们已经从存在论的角度给出了谓之与之谓的区分。按照这个区分，我们已经可以 

明确：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表达中，「形而上」与「形而下」之 

间的分辨不是道器固有的分辨，相反，在本然的意义上，道器本身总是不可分割的；作为 

主体性的分辨，形而上与形而下意味着主体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主体显现存 

在的两种不同方式。 

对于王船山而言，张载发现的如下真理，构成了道器之辨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这就是《 

易传》是言「幽明」而不言「有无」的。 在王船山那里，「幽明」就是「隐显」，就是 

「不可见」与「可见」。这一事实，意味着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必须从「隐显」而不是 

「有无」的视域，才能获得恰当的理解。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王船山对于道器之辨的理解，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首先是之 

谓与谓之之辨，其次是隐显与有无之辨。 

三、形上、形下之分是隐、显之别 

谓之与之谓的分辨，为探讨存在论的基本区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提供了基础。船山再次强调，「谓之」一词意味着它所述说的「基本区分」乃是主体建立 

起来的：「谓之者，从其谓而立之名也。」 戴震曾经提请我们注意，这一区分的实质不 

是界定道器，而是用道器来分辨形而上与形而下，因此，主体这里所建立起来的，其实是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当船山说「上下者，初无定界，从乎所拟议而施之谓也」时， 

这一区分的主体性质就更为清楚了。 

形而上和形而下，可以从主体和对象两个层面加以区分。从存在经验的对象来说，形而上 

、形而下就是隐、显，也即不可见和可见之别；从主体自身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开显真 

实存在的方式来说，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别是思与感性实践两种不同的沟通隐显（可见与不 

可见）的方式。先从对象的层面说起。 

船山说：「形而上者隐也，形而下者显也。」 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是隐与显之别，所谓 

隐、显，就是幽、明，就是不可见（闻）的与可见（可闻）。所以，在船山那里，「形而 

上者」与「形而下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弗见弗闻」与「可见可闻」的同义词。「形而 

下者，可见可闻者也。形而上者，弗见弗闻者也。如一株柳，其为枝为叶，可见矣，其生 

而非死，亦可见矣。所以体之而使枝为枝、叶为叶，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岂可得而 

见闻者哉？」 

把形上、形下之分规定为隐、显之别，或者可见、不可见之别，这意味着，在这里成为关 

注中心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向主体显现的方式。所以，不是存在自身可以分为形 

上、形下，而是存在的显现，同时也就是主体的存在经验，存在着两种方式：形而上的方 

式与形而下的方式。显然，在船山这里，「存在是什么」这样一种提问和表述不再构成关 

注的中心，这样一种提问和表述，在实际上，会导致把形上、形下之分看作是对这个现实 

世界的自身结构的描述，也就是说，形上、形下就会成为这个世界自身「存在区域」上的 

固有划分，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例如我们的存在经验或者行动方式）上的差异， 

不管这个差别向我们显现，还是隐藏起来，它都已然并且依然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形上 

、形下就是描述性的范畴，而不是解释性的范畴；就是理论理性的范畴，而不是实践理性 

的范畴。如果是这样，那么，形而上者也就不必「谓之」为道，而直接就是道了；形而下 

者也就不必「谓之」为器、而其本身就是器了。也正是在没有认清「谓之」的真正意义的 

情况下，形上、形下之辨才会被视为与理气之辨重合，把形上等同于理、把形下等同于气 

的情况才会发生。 

船山知道，如果从存在本身的区域划分而不是从存在的显现方式上考虑形上、形下之别， 

那么，我们在根本上就无法抵御那种建立在「有无」基础上的那种「实体主义存在论」， 

而那种存在论最终意味着对真实的存在本身的颠覆。 所以，在这里，船山仍然严密地采 

用防御性的策略。他看得非常得透彻，他很清楚来自有无的思考方式，在这里，只能采取 

两种进攻方式：其一，把形上、形下之别解释为无、有之别；其二，把二者的差异解释为 

无形与有形之别。对于第一种解释，他指出，「道之隐者，非无在也。」 当我们说道隐 

时，并不是说道不存在。所以，「隐」不是就对象本身而言的，它其实是一个与主体的知 



能密切相关的概念。换言之，只有通过主体现实的知能活动，隐显才能得以界定。 

且夫道何隐乎？隐于不能行不能知者耳。 

隐对显而言，只人所不易见者是。 

「隐」的意义就在于，它在主体某一具体知能活动中超越了主体所可经验的范围，但它并 

非「不存在」（「无」），而是以「不可见」（隐）的方式作用着知行活动。「显」的意 

义在于，它在主体感性的知能活动畛域之内，以「可见」的方式存在。因此，形而上、形 

而下并非「有无」之别，而是两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存在：可见的有和不可见的存在。所以 

，王船山强调，隐不是「无」，隐只是现在不可见、不能行，而不是不存在。「吾目之所 

不见，不可谓之无色；吾耳之所不闻，不可谓之无声；吾心之所未思，不可谓之无理。以 

其不见不闻不思也而谓之隐，而天下之色有定形、声有定响、理有定则也，何尝以吾见闻 

思虑之不至，为之藏匿于无何有之乡哉！」 显然，所谓隐者，并不能化约为「无」，化 

约为「非存在」。当我们把「隐」与「不可见的」等同时，应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危险观 

念，根据这种观念，「无」既然不存在，因此也不可见，由于不可见即是隐，所以，「无 

」也是隐。这种知性的推理没有注意到人类语言的辨证本性。在船山看来，对于「无」， 

由于不能说它是可见的，因此，也不能说它是不可见的。因为，「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只能用来表达「有」，而不能用来表达「无」，否则，就是词语的误用。所以，只要我 

们说「隐」的时候，作为言说之前提的就是存在，也即真实的「有」：「凡言隐者，必实 

有之而特未发见耳。」 

有无的思维进入「存在论区分」的第二种策略，是把形上与形下之分归结为无形与有形之 

分，由于有无的多重含义，它又可以划分出两种情况：其一，认为形上在其本质上就是无 

形的，只要有形就是形而下者，这种观点曾经为朱熹、二程等坚持；这种观念没有注意到 

形上与形下的往来性。其二，如戴震所主张的那样，形而上是尚未有形，形而下是已成形 

质，而尚未有形者可以有形，有形者可以无形。对于这两种观点，王船山针锋相对地指出 

：「形而上者，亦有形之词，而非『无』形之谓。则『形』『形』皆有，即此弗见弗闻之 

不可遗矣。」 形而上并不如宋明人所理解的那样，就等同于「无形」。形而上一旦被等 

同于「无形」，这个形而上就没有形着自己的能力，就没有了重新可见或者与可见沟通的 

可能性，这样就会预设一个超感性的实体化的绝对本源。 

船山明白，只要把形上、形下归结为无形、有形，那么，形上与形下就已经被看作在主体 

之外发生的、宇宙自身的演化过程。只要这种观念占了上风，存在论就会退回到前批判哲 

学的水平。因为，在这里，形而上与形而下成了在主体知行活动过程之外人为构造的实体 

。而且，通过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进行着形上、形下区分的主体，其实是一 

个认知着外部世界的纯粹理论意识，正如冯克（G.Funke）所说的那样，「意识只不过是 

可以用意识在后面提问，而它本身却总是立足于形式。」 所以，作为形而上者的道（存 

在）在这里就不是这个意识自身的存在方式，而是转换为它要认识的对象--「理」。与此 

相应，这个自以为认知着存在的意识，要求把「存在」作为客体来描述。随着道的理化现 

象， 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存在」在先秦汉唐时代还是存在的方式（道路）--「道」， 

但是，到了宋明，它成为「理」，以至「本心」、「良知」。在王阳明那里，存在论的事 

业成了良知的事业，在孟子那里还与良能并列的良知，在王阳明那里，却成了主体的事业 

的全部，良能的概念变得多余。 不管怎样，「良知」总是属于「知」的形式，所以，即 

使是王阳明，也只能说，良知是「天理」，而不能、也从来没有说，良知是「天道」。当 

王船山批评王阳明以无善无恶为良知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以意识为主要形 

式的良知概念正是有无之分的一个必然结果：「浅则据离明所得施为有，不得施为无，徇 

目而心不通；妄则诬为有无，庄、列、淮南之流以之；而近世以无善无恶为良知者，亦惟 

其浅而成乎妄也。」 因此，以有形、无形解释形上、形下，导致了意识（知）对于存在 

的优先性。从哲学史上看，「有无」之说以其对于「无」的优先性的强调，它往往导致一 

种意识体验，例如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成了惟有通过「无」的体验才能显示的最难解的 

奥秘。 王船山在论及「有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诸子论天人之理而归于无所行者 

，必不能与之相应，则又为遁辞以合于流俗，使人丧所守而波靡以浮沉于世。知德者，知 

其言之止于所不能见闻而非其实，故厌之。」 船山的意思是，正是由于人们所讨论的「 

道理」不能付诸实行，正是由于人们坚持意识（认知）对于行为的优先性，所以，才会出 

现把形上看作「无」或「无形」的情形。所以，根据船山的看法，只要在「形而上」中去 

掉这一个「形」字，那么，存在观念的这种演化（道的理化，以及理的良知化）就是它的 

一个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把形上视为无或无形，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其实已经默许甚至助成了「索隐行 

怪」的哲学「疾病」。「索隐」一词，「此『隐』字不可以贬剥」， 「其病在『索』上 



。」 「索者，强相搜求之义。」当我们说形而上时，已经有一「形」字为「可按之迹」 

，「可指求之主名，就这上面穷将去，虽深求而亦无不可。」但是，只要「形」被抹去， 

那么，索隐的情形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唯一概丢抹下者『形』，笼统向那没边际处去 

搜索，如释氏之七处征心，全不依物理推测将去，方是索隐。」 「索隐」必然导致「行 

怪」，因为其所索求的，并非隐而不显的真实的存在，所以，它不可以据以为德，得于心 

而见于行，甚至连在主体间确证它为真为假都不可能：「他便说有，我亦无从以证其无； 

及我谓不然，彼亦无执以证其必有。」道家说「有有者，有未始有者」时，还可以说得过 

去，但是说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时，已经脱离了气，索隐也就开始了。所以，「形 

」的意义在于，它为行动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方向，也为行动提供了自我确证的条件。 离 

开了「形」，存在就会成为「孤另」的存在，它既无法确定自己的真实性，也没有体现自 

身本质的场所或空间。因此，真实的存在总是在「形」中体现自己，在形中确证自己的本 

质。在船山看来，陆王心学「多所秘藏」，正是一种索隐的表现。 明代心学汲汲追求的 

精神生活的范式--神秘体认（如静中体验未发、追求洞见心体），在这里，都成为由于遗 

弃「形」而追求索隐的一个结果。 

对于船山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有一点，这就是与「索隐行怪」相伴随着的，其实是一种贵 

上（形而上）贱下（形而下）的意识。因为，只要还没有脱离形，那么，索隐的情况就不 

会发生，所以，索隐者在这里所索求的，正是他所看作是形而上的东西。因此，对于形而 

下的敌视，正是索隐行为的一个已经预设好了的、已经对于索隐行为发生著作用的前提。 

在这里，由于脱离了存在的显现这样一种语境，形而下者被理解为一个容器，它的意义是 

由于能够盛装、盛载着形而上者而得以确定的。 换言之，形而上自身直接就是作为价值 

而出现的，而形而下则是作为价值承载者而出现的。只要获得了「形上者」，或者只要有 

了可以不通过形下而进入「形上」的途径，形而下者就会被视为工具而置之不理。在船山 

看来，这种观念典型地体现在「蹄非兔也，筌非鱼也」、故「得兔可以舍蹄，得鱼可以舍 

筌，（得意可以忘言、得言可以忘象）」的陈述中。船山指出：「若夫言以说象，相得以 

彰，以拟筌蹄，有相似者。而象所由得，言故未可忘已。鱼自游于水，兔自窟于山，筌不 

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即人心，于己之为长物， 

而何以云『得象』『得意』哉？」 显然，在船山看来，在「得筌忘鱼」的比喻中，人们 

忘记了，如果没有筌，那么兔就还不是我所得的兔。因此，把形下视为工具性的「筌」， 

那么，形上就还不是我的存在方式，就还是在某一时刻要达到的某一目标或结果，而不是 

建构生活的一种方式。 

船山注意到，贵上贱下的存在论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把形上视为形下的「所以然之故」，也 

即形下的「所从出者」，因此，它必然要确立形上对于形的优先性，不管是从逻辑上，还 

是从时间上。王船山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不是形上对于形具有优先性，而是形对于形而 

上具有优先性： 

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 

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 

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无形无下，人所言也。无形无上，显然易见之理，而邪说者淫 

曼以衍之而不知惭，则君子之所深鉴其愚而恶其妄也。 

要理解这一表达的意义，必须明确，形而上与形而下作为存在显现的两种方式，并非仅仅 

是作为一个客体的人所观察到的存在自身的自发显现，而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通过人 

自身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形上、形下的分别只有在与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时才能建立：「 

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亦立焉。上 

下皆名也，非有涯量之可别者也。」 形上、形下首先意味着主体显现存在的两种方式， 

其次，才意味着这两种方式所把握的「对象」，但是，宋明以来，人们注意的只是后者， 

而不是前者，这样，形上、形下之辨就脱离了实践的或存在显现的语境。从存在的显现出 

发，人必须「资形」才能「起用」，这正象人的「耳目口鼻之气与声色臭味相取，亦自然 

而不可拂违，此有形而始然，非太和氤氲之气、健顺五常所固有也。」 形而上作为显现 

存在的一种方式，它的发生作用是以形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形，那么形而上只是一个虚立 

之名，而无所作用，因此就不是真实的形而上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船山说，「形而上 

者为形之所自生。」 「形而上」之「形」不是「形体」、「形状」，而是作为动词的「 

形」，它是显现（得以可见）的意思，「形而上」意味着由「形」（可见）而上，没有「 

形」，也就不能由「形」而上。这里成为关键的是，只要我们把自己规定为一个仅仅从事 

着静观的意识，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形对于形而上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形对于形而 

上的优先性，不能在以知为中心的世界观中给出，而只有在以行为中心的世界观中才能被 

发现。 



可见，从对象的层面上，形而上、形而下之见的分别，是隐显，也即不可见与可见之别， 

但它们却不能被化约为有与无之别。但是，对象层面上的分别最终奠基于主体层面上的分 

别，从主体的层面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四、形而上：以思会通隐显的方式 

从主体自身来说，形而上、形而下是主体显现真实存在的两种方式，真实存在就是隐显（ 

不可见和可见）的动态统一，因此，显现真实存在(being)，就是主体以自身的存在（ 

existence）来沟通隐显(presence and absence)。所以，当把目光从存在转向存在的显 

现时，就必须注意，存在向谁显现的问题。显然，存在的显现不是向作为客体的人的显现 

，而是在一个自身存在的主体那里，存在连同他自身的存在一起被经验，这种经验不是建 

立在旁观、静观上，而是把主体自身的「在」投入到「存在」中去。所以，存在向谁显现 

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谁在存在着的问题。换言之，存在(being)是在主体自身的存在（ 

existence）中得以显现的。可见，王船山在这里所强调的无非是先秦人已经发现的一个 

真理：存在只有在主体自身的存在中才能得以显现，从而也才是可以理解的。《庄子》< 

齐物论>所谓的「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就是对于这一真理的最好表述。王船山也 

同样指出：「行而后知有道，道犹路也。」 只有在主体自身的存在中，真实的存在才得 

以作为主体自身的道路（存在方式）而显现出来。 

明确了如上的语境，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思考形上、形下的分别： 

「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逾之天则，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 

自生，隐而未见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见，形之所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如车之所 

以可载、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礼，皆隐于形之中而不显。二者 

则所谓当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 

船山把「形而上」理解为「当然之道」，而不是「当然之理」，这在后宋明时代尤其要加 

以注意。对于船山而言，理可以是物理，也可以是性理，因此，它是「随在分派位置得底 

，道则不然，现成之路，惟人率循而已。」 换言之，物有理，但无道：「物不可谓无性 

，而不可谓有道，道者人物之辨，所谓人之所以异乎禽兽也。」 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 

也说物之有「道」，但是，其实是说人「应事接物之道而已」，所以，「道者专以人而言 

也。」 据此，在这里，船山所说的「车之所以可载，器之所以可乘」均指人的用物之道 

；这里所说的「良能」乃是人之良能。因此，「形上」作为「当然之道」，也就是主体的 

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主体显现存在的方式。 

船山把「形而上」区分为两种情况：（1）当其无形时，形上乃是存在由未形（不可见） 

通向可见所遵循的条件--「天则」；（2）当存在那原先未形的部分已形（可见）时，仍 

然存在着某种未形（不可见）的部分，与此已形（可见）者相为表里作用，形而上就是其 

已形者用来效其当然之权能者。在第一种情况中，形而上是主体心之功能或作用，而心之 

大用在于思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在第二种情况中，形而上是隐藏在形（可见）之中并使可 

见得以发挥其功能、成为自身的不可见者，它是主体的思这样一种精神活动所把握的对象 

。这两者，都是隐而不显的，因此，也都是形而上的。但是，形而上的第二种含义只有通 

过第一种含义才得以显现，因此，形而上的前一种含义构成了首要的方面，它指向主体的 

「当然之道」，也即一种通过「思」而会通不可见的方式： 

盖形而上之道，无可见，无可闻，则惟思为独效。形而下之有色有声者，本耳目之所司， 

心即阑入而终非其本职，思亦徒劳而不为功。故可见可闻者谓之物，而仁义不可谓之物， 

以其自微至着，乃至功效乃已成，而终无成形。若夫食、色等，则皆物也。是故唯思仁义 

者为思，而思食色等非思也。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所谓的功效、良能，其实是指「思」，所谓「天则」，其 

实是指「仁义」。由此，「形而上」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主体的思这样一 

种存在方式；其次，是指这种思之对象，不可见的存在，也就是「仁义」。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船山认识到，如果从当前可见的存在，通向不可见的存在，心 

理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就不足以解决问题。王船山坚决主张，心与耳目之官在本质上是 

不同的，在《孟子》「心之官则思」、「耳目之官不思」的陈述中，船山找到了来自经典 

的支持。船山认为，孟子揭示了思与感官经验的分别：「不待思而得者，耳目之利也，不 

思而不得者，心之义也；（义谓有制而不妄悦人。）而蔽于物者，耳目之害也；思则得者 

，心之道也。故耳目者利害之府，心者道义之门。」 感官所能得到的经验，来自生理的 

自然禀赋，不需要工夫，因此也不存在过程，如同光照一样。「声色之丽耳目，一见闻之 

而然，虽进求之而亦但然。为物所蔽而蔽尽于物。岂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无不 



表里之具悉，（耳目但得其表。）物所未有者可使之形着而明动哉？」 在这里，思是一 

种从当前通向不可见，或者从显入隐的方式，这与耳目之官只能感知当前的可见者完全不 

同。正因为如此，这里的「思」与「思食思色等思」就具有不同的含义，船山对于二者作 

出了规定：「只思义理便是思，便是心之官；思食思色等，直非心之官，则亦不可谓之思 

也。」 「思食思色等思」作为一种自然的经验态度，它指向的是以可见的方式存在着的 

具体存在物，而形上之思则超越了当前可见的事物：「君子之思以存夫仁者，岂如思食者 

之幻立一美味于前，思色者之幻立一美色于前，（此内视内听，亦属耳目之官，不属心。 

）而亦幻立一孺子入井之事，而作往救之观耶？（释氏用观，只用耳目。）」 耳目之官 

总是在与外物交互引发中才能发挥其聪明的效用，因此，它建立在感官对于可见对象的被 

动接受的基础上，王船山比之为以「主受」、「待取而予」的「现量」。 而思对于可见 

对象则不具有倚赖性，它「始于吾所受于天之明德而求尽其量，则当体无穷而不倚于物」 

，具有「物引不动，经纬自全」的特点。 思也不同于人心的知觉灵明运动的作用，后者 

表面看来能够以幻想、想象的方式超越可见，但是，就其实际作用而论，它们仍然对于可 

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知为思乎，觉为思乎，运动为思乎？知而能知，觉而能觉，运动 

而能运动，待思而得乎，不待思而得乎？所知、所觉、所运动者，非两相交而相引者乎？ 

所知所觉、以运以动之情理，有不蔽于物而能后物以存、先物而有者乎？（所知一物，则 

止一物。如知鸠为鸠，则蔽于鸠，而不能通以知鹰。觉、运动亦如之）」知觉运动所面对 

的是相互隔绝而不能贯通的具体的对象，由于它也是建立在感官接受作用的基础上，在那 

里，可见与不可见仍然是彼此隔绝的。因此，王船山指出，「其实这知觉运动之灵明，只 

唤作耳目之官。」 这样，思在王船山那里就成了「心官之特用」。 在这里，可以看到， 

王船山坚决地把感性的知觉与思分别开来，因为感性知觉总是依赖于得自视觉的图像，当 

前不可见的因素，总是不能进入它的视野之内；而思不同于感性知觉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摆 

脱了图像的活动，它把当前不可见者作为它的把握对象。只要停留在当前可见的图像中， 

谁就没有在从事思，思的活动总是展开为可见于不可见之间的贯通。 

王船山所说的「心官」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器官，而是特指思仁义的官能。仁义与思之间 

的关系是通过这种心（仁义之心）而实现的。王船山一方面说「形而上之道唯思为独效」 

，另一方面又说「乃心唯有其思，则仁义于此而得，而所得亦必仁义。」 因此，「仁义 

」也就是形而上之「道」，它与「诚」是同义词，思仁义，也就是思诚。「『万物皆备于 

我』，唯思，故诚通焉。」在思中，可见与不可见是贯通的，所以，思就具有显现真实的 

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孟子所说的「思诚者，人之道」，把《中庸》所说的「诚者天之 

道，诚之者人之道」落到了实处，它指出了走向真实存在的道路：「思为人道，即为道心 

，乃天之宝命而性之良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斯而已。故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 

』，言以思由之也。」 

王船山对于思与仁义（诚、真实存在）的统一性的思考，也就是对于思与存在统一性的揭 

示，思的活动就是「仁义之心」也即人自身之存在的呈露过程，也只有在思中后者才得以 

呈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等同的，「今竟说此『思』字是仁义之心，则固不 

能。然仁义自是性，天事也；思则是心官，人事也。」 思作为精神活动，它却不同于一 

般性的活动，因为它把人与天、人与存在连接起来，把可见和不可见会通起来。思与存在 

的统一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上加以理解：其一，从生初而言，「仁义（存在）为本而生乎思 

」，仁义作为不可见者通过思而显现出来。个体的生命一开始，仁义（存在）作为人性的 

本体就以不可见的方式而被赋予人，只要天与我仁义（存在），也就同时与我以思；其二 

，从成性而言，思所得的只是本来不可见的仁义（存在），以思为本所生的只是仁义，而 

不可能是其它，所以，只要天之与我以思，也就与我以仁义（存在）。 换言之，思所贯 

通的是不可见和可见，而不是本来不存在的「无」与「有」。思并不制造存在，只是把存 

在从不可见状态中带出来。思与存在的统一性意味着，在思中，存在不是作为对象性的客 

体向主体显现，而是作为主体与存在的统一体（being and existence）而显现。因此， 

思也是主体把自身的存在投入存在、融入存在的方式。 据此，思对于本体论具有本位性 

的意义，「今人但不能于形而上用思，所以不知思之本位，而必假乎耳目以成思，则愚先 

言尽天下不识得心，亦尽天下不会得思也。」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那种建立在「有无」 

基础的存在论，之所以是「徇目而已」，其实是不会用思罢了。换言之，那种图像化的视 

觉视野的出现其实只是主体自己把心官之思拱手让给「耳目口体」以「任知觉之用为务， 

则自旷其位，而逐物以着其能」的结果。 

对于王船山而言，形上之思并不排斥「小体」的感性经验活动。因为，走向真实的存在的 

关键是沟通可见与不可见，而不是排除可见。王船山要求，思与感性经验之间应保持适度 

的张力：一方面，思是对于感性知觉的适度远离，另一方面，「思不竭貌、言、视、听之 



材而发生其仁智，则殆矣。」 后者的意思是，思只有充分实现感性的潜能时，才不至于 

危殆。王船山强调「心官与耳目均用」，「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 在这种均 

用中，他主张思的主导地位，也即「以思御知觉。」 

王船山对于心官之思与耳目知觉的如上处理，来自对于心官（大体）与耳目之官（小体） 

相互关联的体会。在他看来，耳目与心同是一「体」，不可分割： 

从其合而言之，则异者小大也，同者体也。从其分而言之，则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之 

谓也。本摄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于心，非截然而有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 

，如其截然而大者有畛，是一人而有二体。当其合而从本，则名之为心官，于其分而趋末 

，则名之耳目之官。官有主辅，体有强畔。是故心者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 

言之内钥也。合其所分，斯以谓之合。末之所会，斯以谓之本……盖貌、言、视、听，分 

以成官，而思为君，会通乎四事以行其典礼。非别有独露之灵光，迥脱根尘，泯形声、离 

言动，而为恍惚杳冥之精也。 

显然，对于王船山而言，思与耳目之官的分别，并不是二者在主体存在中的分离，而仅仅 

是角色的分工而已。耳目之官所知觉到的对象具有「分」的特点，也即它们各自经验到的 

对象是相互外在、相互排斥的，因此，单依靠它们，不能会通可见与不可见。但是，思的 

功能却是「合」，而不是「分」，在思的主导下中，感官却恰恰是「合」的，也即获得了 

统一。这一点与黑格尔对于思与感性的理解极为相似。 黑格尔把思看作一种解放，而这 

种解放不是逃避到抽象中去，而是指现实的事物通过必然性的力量与别的事物联结在一起 

，但又不把这别的事物当成异己的他物，而是把它当作自己固有的存在以及自己建立起来 

的东西。这种解放，就其是自为存在着的主体而言，是我；就其发展成一全体而言，就是 

精神。 对于王船山而言，以思主导知觉的过程，其实就是合心与耳目之官的过程，「合 

之则大，分之则小」，通过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可见与不可见的贯通，在这种贯通中，小体 

不小，「沛然效能者大。」 在这里，思也成了感性经验方式及其对象（可见者）与本来 

不可见的存在相统一的方式。当然，在会通可见和不可见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进路， 

王船山在这里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存在论的进路，在这种进路中，思成为主导性的概念。 

当然，思主导感性，并不轻视感性。王船山认为，只有在思的主导下，感性才能得到最大 

限度的释放。可以发现，在王船山那里，思并非狭义认识论意义上的思维，这种思维是一 

种抽象，它与感性对立；相反，对于王船山而言，存在论意义上的思，并非仅指那种抽象 

的思维，相反，它是具体的，正是它把感性的丰富性带出来，由此可以推断，这种思并不 

排斥想象力。 

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王船山并不是对于生活经验中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贯通方式的描述 

，而是在发掘一种「当然之道」，这种贯通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同时就是主体走向自身存 

在的道路。虚构、幻想等固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把某个具体的不可见者带出来，但是，它 

是有其限制的，它依赖于可见者，而思则摆脱了这种依赖。王船山极力地把思与感性知觉 

等区分开来，对他而言，思意味着从感性经验的混沌、朦胧、诱引中解放出来的纯洁和净 

化，它使人脱离了不善与恶的根源，思是「有善而无恶」的，不仅如此，在船山看来，「 

凡为恶者，只是不思。」 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主体与存在联系起来的行动，思的过程伴 

随着存在在主体那里发生的效应，这就是一种庄重肃穆的道德威严和道德意识。儒家早就 

认识到了这一点，《礼记》所说的「毋不敬，俨若思」就是对此最早的概括。 王船山更 

为直接地指出：「思则敬，不思则肆。敬肆之分，思不思而已。（既要敬，又不着思，即 

全是禅）。」 由敬所带来的是身体的威仪。北宫文子对于威仪作出了如下的解释：「有 

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 威是威严，它给人以敬畏，不容凌辱、侵犯、 

待慢、亵渎，它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仪则是仪则，可以师法，可以作为典范的意思。这 

种威仪就是「思」不放失「存在」而必然「形诸外」所达到的效验，《说文》以「容」训 

「思」，决不是偶然的，它正体现了这种观念。在船山看来，思其实是心体之德的发用， 

所以，以思生仁义的过程，也就是以思生敬的过程，反过来，「无不敬」也就是无不仁、 

无不义：「『无不敬』，犹言无不仁，无不义。」 因此，以思的方式通向不可见，与以 

想象、虚构等感性的方式相比，有其深刻之处。 

总之，从主体自身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就是「由形而上」，就是超越可见（显）、会 

通可见与不可见（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以具体性的思为核心。但是，会通可见与不 

可见，是双向的，不仅需要从可见（显）通往不可见（隐），还需要从不可见通向可见， 

后者在王船山那里就是「形而下」所承担的任务了。 

五、形而下：以感性实践会通隐显的方式 

人们一直把船山的形上、形下之辨视为既成事物及其现成规律的讨论，在这种语境中，形 

下之器成为具体时空中的存在物，形上之道则是这种事物的规律。这完全是对于现成世界 



的静态的、理论性的描述，这种解释没有注意到，船山的道器之辨具有一种会通隐显的实 

践语境。船山说： 

「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隐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 

所以成之者之良能着，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 

在船山这里，「形而下」的概念有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形」已经成为「物」；其二 

，可见可循。首先，构成形下之规定的并不是有形，而是已经成为「物」。「形而下者只 

是物，体物则是形而上」，「物之体则是形」，但「物」不能因此而化约为「形体」意义 

上的「形」。 「物」并非只是是形体，而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主体确定「形体」的方式和 

态度，因此，物这个概念所体现的无非是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可能导出的 

行为。所以，《说文》对于「物」的解释，是从「人之大用」的层面进行的。自汉代的郑 

玄以来，儒学就有把「物」规定为「事」的传统。 在王船山那里，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 

的强调： 

物，谓事也；事不成之谓无物。 

以我为人而乃有物。 

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 

王船山上述的论断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事物（物,thing）总是在事务（事,affair）中 

进入这个世界的。在日常经验中，可感知的事物（物）首先是作为某种「上手之物」，也 

即作为器具（器），作为有用物，而向我们显现出来的，它们总是指向人类的具体事务。 

这种观念不同于那种以静态的感知为定向的图像化思维，在后者看来，事物之所以为我们 

所经验，是由于我们的感官，这种认识没有考虑王船山常常提及的两种现象：既存在着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事实，也存在着不视而见、不听而闻的现象。 从具体事务、行动出 

发，重要的便不是某种具有物质性的形体方面的规定，而是某种「可见可循者」。「不贮 

非器，不乘非车」， 没有人的贮藏活动，也就没有器物；没有人的乘坐，也就没有车子 

。可见，王船山所说的「可见可循」完全是一个与主体的事务联系起来才能理解的概念， 

「可见」不仅仅意味着向「可见」（显）的开放，还意味着有其「成则」，正是在形下之 

物所表现出来的「成则」中，形上之道才得以「显现」，这就是「道显于有则，故恒而可 

由」的道理。 「可由」、「可循」意味着形而下为事务提供了可遵循的、可指向的方面 

。 

「可见可循」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唯器」的世界，「盈天地之间皆器也。」 所谓唯器的 

世界，也就是人类通过事务与事物发生关系，由人、事、物聚集起来的「这个世界」。「 

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 于是，形上、形下的分辨最终根植于人类的事务之中，通 

过人类的事务，本来属于自然界的事物才成为可用的器物（为我之物），才成为主体确证 

自身存在的形式。王船山通过筌蹄之喻来说明道器之间的这种相互预设的真理：「鱼自游 

于水，兔自窟于山，筌不设而鱼非其鱼，蹄不设而兔非其兔。非其鱼兔，则道在天下而不 

即人心，于己为长物。」 正是由于筌蹄，鱼兔才是为我之物，正是在器物中，本来隐性 

的存在才得以开显。由此出发，船山拒绝在人类事务、实践之外的存在设定：「无形之上 

，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 这种设定由于承诺了一个 

可以永远不需要与可见沟通的绝对本源，因此必将走向对隐、显（不可见与可见）之道的 

断裂。 

根据王船山对于《易传》的理解，「道」（存在）是在圣人极深而研几的活动中得以为人 

们所熟悉的，而极深而研几的活动以「通天下之志」和「成天下之务」为中心指向。「天 

下之志」、以及极深而研几的存在经验，在本然的意义上，都是隐而未显的，也即不可见 

的。但是在人类共同的事务之中，它们通过事务凝聚在器物上，就成为共见共闻的，换言 

之，得以可见。当王船山说「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时， 他的意思是说 

，所谓道就是通过圣人「通志成务，而示天下以共由者也」 的实践（事务）才得以显现 

的。在这里，形上之道通过人类的事务而显著起来（得以可见），为事务所共由。但是， 

对于王船山来说，它不是人们在讨论协商的过程中被经验到的，而是圣人在通天下之志、 

成天下之务中发现的。当然，王船山过多强调了圣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易传》 

本文给王船山带来的一个限制。尽管如此，《易传》中圣人制作典礼的早期儒学观念在这 

里还是得到了某种限制。这表现在，船山强调了共同体之间「讲习讨论，以究理之得失」 

的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地，他把《易传》的「制器尚象」放在一个更为 

宽广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来理解：「制器尚象，非徒上古之圣作为然，凡天下后世所制之器 

，亦皆暗合于阴阳刚柔、虚实错综之象。」 更为主要的是，他强调了道体现的不是圣人 

一己之意，而是天下之志与天下之务，圣人并不能「增（天下之）志之所本无，而强（天 

下之）务以所不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人制器显道的过程也就不再是单个人的 



内在经验活动，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感性实践过程。所谓感性实践，是与内在的精神活动相 

对而言的，感性的实践总是带来一些共见共闻（可见）的效果，把本来不可见的东西凝聚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从而获得物化的表达，成为感性可以经验的「可见者」。例如， 

所谓观象制器就是这样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主体预先有了一定的目的、意图、计划、 

情感等等，但是这些都还是内在的，不可见的，通过制造器具，为人们所使用，那些内在 

的东西也就成为可见者了。关键的是，这种活动与具体的自然或社会中的事物发生了直接 

的联系，这一点对于另一种沟通可见与不可见的方式--形上之思无疑是不必需的。 

正是从这种感性实践的语境出发，船山指出： 

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 

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 

只要是在事务聚集起来的地方，事务与事物就会有其特有的运行方式（道），如果没有这 

些特殊的事务，也就不会出现这些事务运行的方式。在文明尚未开化的时代，没有揖让之 

事，也就没有揖让之道，正如汉唐时代没有今日之事，也就没有今日之道一样。正是在人 

类群体的事务中，圣人「节之文之，以善其为」的活动中，道才会以典礼的形式出现，并 

为人们所遵循，道也才因此而成为「物所众着而共由者」。 这里的前提是，正是在人类 

的事务中，事物才成为这个世界的事物，才莫不由乎斯道。这里的关键是，船山认识到， 

在心性的内在体验中获得的存在，如果没有获得器物性的表达，它就不能把自己可见化。 

黑格尔下面的一段话更能表达王船山所要述说的东西：「（存在内化而成的）精神力量的 

大小，完全取决于它的表达的力量的大小；其深度完全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敢于使自己 

扩散、消失于解释之中。」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船山如下陈述的内涵：「 

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 在 

这里，本来属于自然界的存在者只有在转化为人类「资形起用」的器物时，才具有「所」 

（场所）的意义，从而为存在（being and existence）的展现提供空间，使存在的显著 

成为可能。「道之可有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 

」 器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务，直接影响着道自身的存在形式。 

就此而言，古代的圣人其实只是「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制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 

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着则谓之事业。」 道不是来自圣人的制作 

，圣人的劳作其实只是制器，在制器的活动中，本来是不可见的事、物之道也就通过器物 

的存在而得以可见了。所谓制器的活动，也就是对自然的加工，通过人的劳作、社会实践 

而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从而把自然界人化，把隐微的精神显著化，使真实存在在更为广阔 

的空间中来确证自己、展现自己。船山认为，只有在尽器的活动中，向着主体呈露出来的 

存在才是扑满充周的。「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 

盛矣哉。」 这样一来，船山所谓的存在、德行、事业，都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含义。从逻 

辑上看，冯契先生如下的概括可以看作船山哲学的题中固有之义：这里的存在（道），从 

总的方面说，是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分开来说，是各个领域、各个过程各有其道 

，工业、农业、政治、道德、科学、技术等等部门都各有其道。 在这里，成为关键的是 

，船山已经深切地体会到，所谓存在（道），并非只是个体内在体验而获得的东西，而是 

具体的、有着广泛社会内容的。而且，现成的没有时间的道在这里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在 

制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存在才是向行动着的主体逐渐显露自身的。 

应当指出，以感性实践的方式会通隐显，不同于耳目之官对于存在的揭示作用。因为，感 

性的实践是主体对于真实存在的投入，它不同于那种静观的理论性态度。在耳目之官的经 

验中，存在不是作为存在而存在，而是作为实体化的理念而存在，而且，在那里，不可见 

由于被表像为「无」，所以，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是没有往来的。但是，形而下的感性实践 

，则是把不可见转化为可见的活动。感性实践从天道上说是「自道而器」的活动，从人道 

上说是「自性而形」的活动，也就是，把不可见的性体现在主体的形色中，把不可见的道 

展现在可见的器物中，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对于形而下的如上阐释，在王船山那里，有着鲜明的理论诉求，这就是把宋明以来局限在 

狭隘的内在心性领域中的实践解放出来，交付给这个生活世界。所以，走向真实存在的道 

路，便是回归这个世界、回归这个社会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船山说：「惟圣人 

然后可以践形，践其下，非践其上也。」 「践下」就是感性实践，就是「形而下」的真 

正含义，它是一种把不可见可见化的方式。当然，对于王船山来说，「践下」的感性实践 

包涵着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1）从主体自身而言，感性的实践是「践形」，就是 

充分实现主体的感性，充分实现人的身体形色，让它们充分地成为人之为人而异于动物的 

规定。当我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而不是动物的眼睛的时候，当我的耳朵成为人的耳朵而不 

是动物的耳朵的时候，我的可见之形就是我的不可见之性的显现状态。因此，「践形」是 



「自性而形」的过程。（2）从对象上说，就是「践下」就是「尽器」、「治器」，改造 

自然世界，使它们成为人类所用的为我之物，成为主体本质的展现形式，它是「自道而器 

」的过程。 

人之异于禽兽，则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极乎广大，尽乎精微，莫非异者。 

因此，在形而下的感性实践中，器已经不再仅仅是属于自然界的事物，而是成为本来不可 

见的存在的展开（显现）了的形态，「尽器则道在其中矣。」 因此，在形而下中，包含 

着主体对于不可见的存在的沟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于自身存在的沟通。正如一个画家画风 

景，树木花草的存在经过他的感性的实践而得以成为可见的，同时，画家本人的那些不可 

见的层面也在画中得以成为可见的。 

六、结论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发现，王船山对于道器之辨的解决，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上：首先是 

言隐显而不言有无的视域，这一原则把存在的探讨引入到「通幽明之故」，也即沟通可见 

与不可见的方向上；其次是之谓与谓之的区分，这一区分告诫我们，形而上、形而下不是 

对于世界的描述，而是与主体的实践不可分割，不能脱离主体来理解它们。通过则两个原 

则，王船山避免了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实体化的解释取向，不再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视为世界 

固有区域的客观分化，而是纳入到主体的知行过程中、作为主体不同的存在方式来理解。 

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视为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分化，是一种来自纯粹理论理性态度的抽象， 

只有在以知为中心的哲学图景中，这种抽象才得以可能。从主体知行活动的视域出发，王 

船山以极具思辩性的方式表明，形而上、形而下首先是主体自身不同的存在方式，它意味 

着两种不同的活动：形而上是思这样一种精神活动，心是这种活动的最终主体，心的特征 

是「合」，也即贯通，它把感性所能经验的可见者与其所不能经验的不可见者会通起来； 

形而下是「践下」的活动，它包含着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层面--以充分实现主体的感性为 

指向的「践形」活动和赋予自然界的存在者以属人的意义的「尽器」活动。其次，形而上 

、形而下才是主体这两种活动所把握的对象：不可见（隐）者和可见（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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